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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过载失能生理预警指标和告警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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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过载失能即持续性正加速度引起的意识丧失（G-LOC），是指飞行员在正加速度暴露下，血液受惯

性力作用迅速向下半身转移，脑组织发生急性缺血缺氧，导致意识丧失。G-LOC 极易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目前尚无

有效避免 G-LOC 的方法。通过实时生理监测对潜在危险发出警告，提醒飞行员及时采取措施，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

策略。无线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科技的进步使动态精确测量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回顾高过载暴露下敏感生理指标的

变化，分析头眼水平血流动力学、脑电、脑氧代谢、心电和肌电等指标在 G-LOC 发生前后的变化特征和意义，梳理

国内外现有的告警技术并分析其不足之处，提出通过多指标生理监测结合飞行员体征表现及飞机机动状态进行综合

判断是未来解决 G-LOC 预警问题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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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warning indexes and alerting techniques for G-induced loss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progress

CHANG Wei, PENG Zhi-yong, LI Chuan-tao, YAO Yong-jie*

Department of Aviation Medicine, Naval Medical Center,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Abstract ］ G-induced loss of consciousness (G-LOC) means that when the pilot is exposed to positive acceleration  
(＋Gz), the blood is rapidly transferred to the lower body due to inertial forces, results in acute cerebral ischemic and hypoxia 
and loss of consciousness. G-LOC is highly likely to caus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Currently, there is no effective method 
to avoid G-LOC.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warn pilots of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G-LOC by real-
time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to alert them to take timely measures. Advances in technologies of wireless sens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made dynamic and accurate measurement possible. By reviewing the progress of sensitive 
physiological indexes during high ＋GZ expos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head level 
hemodynamics, electroencephalogram, cerebral oxygen metabolism, electrocardiogram and electromyogram before and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G-LOC,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alert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deficienc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multi-
index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combined with pilot physical signs and aircraft maneuvering status for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is a future way for solving G-LOC early warning issues.

［ Key words ］ pilots; positive acceleration; unconsciousness; physiology; warning
［Acad J Naval Med Univ, 2022, 43(2): 194-200］

当飞行员做机动飞行时，身体会承受 x、
y、z 各个轴向的加速度作用，其中 z 轴正加速度 
（＋Gz）对人体的生理影响最大。当高性能战

斗机进行战术飞行时，其产生的＋Gz 值高达 9～ 

10 G，增长率可达 6 G/s，持续时间 15～45 s，并

可反复出现［1］。在高＋Gz 作用下，飞行员的纵向

大血管血液流体静压差梯度增大，体液分布迅速变

化，血液从上半身向下半身转移，大脑灌注减少，

脑组织发生急性缺血缺氧，飞行员进入晕厥状态，

称为高过载失能，即持续性正加速度引起的意识丧

失 （G-induced loss of consciousness，G-LOC）［2］。

根据美国空军安全中心的数据分析，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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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美军共发生 559 起G-LOC 事故，其发生率

为 25.9 起每百万架次［3］。英国皇家空军于 1987 年 
和 2005 年分别做过２次调查，G-LOC 的发生率分

别为 19.3% 和 20.1%［4］。近年来，也不乏飞行员

因 G-LOC 丧生的报道［5-6］。我军 G-LOC 的发生率

达 8.2%，多发生在＋4～＋6.9 Gz 之间［7］。随着

第 4 代高性能战斗机的面世，超过＋7 Gz 的机动飞

行增多，多样化的飞行任务和高强度的生理负荷使

G-LOC 的发生率有上升的趋势［8-9］。

G-LOC 是一段持续约 24 s 的无意识状态，包

括一段绝对失能期和一段相对失能期；此后，飞行

员还需要约 3 min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认

知和操作能力［10］。空中失能极易导致机毁人亡的

灾难性后果，是飞行安全最为严重的威胁。目前，

我军飞行员基础＋Gz 耐力约为＋4 Gz，在实施抗

荷收紧动作和综合使用抗荷救生装备条件下，最高

耐受范围为＋7.25～＋8 Gz［5］。为实现更高＋Gz
暴露下的有效防护，需通过生理监测和预警手段加

以弥补，在失能发生前通过一些敏感指标检测出

来，并发出预警信息提醒飞行员及时采取措施，避

免严重飞行事故的发生。

一直以来，世界各国航空医学界对 G-LOC 的

预警问题都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持续探讨。本文通过

回顾高过载暴露下敏感生理指标的变化，分析头眼

水平血流动力学、脑电、脑氧代谢、心电及肌电等

指标在 G-LOC 发生前后的变化特征和意义，梳理

国内外现有的告警技术，研究其问题和不足，探讨

我国飞行员 G-LOC 预警系统的发展方向。

1 预警生理指标

1.1 头眼水平血流动力学指标 人的意识状态与

头部供血状况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当眼水平动

脉血压低于 20 mmHg（1 mmHg＝0.133 kPa）时，

便无法克服眼内压，从而造成视网膜缺血，引起黑

视。高过载使飞行员头部血液向下半身转移，导致

脑组织缺血缺氧，引发意识丧失。因此，监测头眼

水平的血供有助于掌握飞行员在高载荷机动时的意

识状态。

1.1.1 离心机＋Gz作用下的头部血流变化 20世纪， 
研究人员以未麻醉的小型猪作为研究对象，采集

了不同＋Gz 暴露下的局部脑血流量数据。结果发

现，在＋5 Gz 暴露期间，实验猪的视网膜血流量显

著减少，在＋7 Gz 时降至零，脑部血液在此时发生

再分配，大脑血流量减少，而脑干和小脑的血供得

到维持［11］。Burns 等［12］发现，过载达＋7 Gz 时，

实验猪的眼水平动脉血压可降至－17 mmHg。国内

有研究报道，麻醉状态下的家兔受到＋Gz 作用时，

眼部血流量明显降低，大脑各部位的血供也有不同

程度的减少，以大脑皮质最为显著［13］。然而，早期

研究没有同时监测实验对象的意识状态，无法将区

域血流量与意识状态联系起来。法国学者 Florence 
等［14］运用激光多普勒技术和脑皮质电图同时监测

恒河猴大脑皮质的血流量和脑电活动，以皮质脑电

活动消失作为 G-LOC 的判断标准；发现在 G-LOC
发生前，实验猴额顶叶皮质血流量已显著下降并持

续 2～5 s；当 G-LOC 发生时，皮质血流量下降至

对照值的 72%～80%。这一研究首次从血流变化的

时间进程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意识丧

失是由脑缺血引起。日本有研究发现，即使＋Gz
水平不高（＋1.5 Gz），人体大脑中动脉平均流速

在暴露开始时便有下降的趋势，5 min 后开始显著

降低，出现晕厥前兆者，平均流速下降了 24.3%［15］。

可见，头部血流指标对于＋Gz 作用非常敏感，对

G-LOC 的预警具有重要价值。

1.1.2 下 体 负 压（lower body negative pressure，
LBNP）作用下的头部血流变化 LBNP 技术可模

拟＋Gz 生物学效应，解决了离心机人体实验的伦

理学问题。陈勇胜等［16］用 LBNP 诱发人体晕厥

前 症 状（presyncopal symptom，PSS）， 观 察 头

部血压和颞动脉血流的变化特征。在 PSS 出现前 
1 min，受试者头部血压由（10.0±0.6）kPa 突降至

（3.6±0.5）kPa，颞动脉血流在 PSS 发生时降至最

低点。数据结果表明，此时机体心脑调节功能已失

去代偿作用，出现头眼部供血障碍。头部血压直接

反映大脑灌注，颞动脉血流可代表眼部血供状况，

两者的变化特征均对 G-LOC 预警有重要参考价

值。还有研究报道，在－6.67 kPa 的负压作用下，

人体大脑中动脉平均流速可降至对照值的 60%，动

脉血氧饱和度（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SaO2）

也随之显著下降［17］。大脑中动脉是大脑供血的重

要血管，对意识丧失敏感性较高，其血流动力学变

化在 G-LOC 预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1.3 高过载期间的耳脉搏变化 耳脉搏也是有效

反映头眼部血供的指标之一［18］。高过载期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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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波呈现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与主观的中心 /
周边视野消失相比，耳脉搏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头

部血供情况。1940 年，爱尔兰航空所首次在离心机

上对飞行员的耳脉搏进行了无创监测，发现耳脉搏

波幅随着载荷的增大而降低［19］。此后的研究进一

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持续高过载暴露下，受试者

在耳脉搏消失约 5 s 后发生意识丧失［20］。国内关于

高过载暴露时耳脉搏的研究表明，耳脉搏幅值随着

载荷的增大而降低，＋9 Gz 时，幅值可降至对照值

的 25%；另外，耳脉搏波形的变化与受试者主诉的

视野变化及是否到达耐力终点有较高的符合度，总

符合率达 91.5%［21-22］。耳脉搏是客观评估飞行员

G 耐力和意识状态的有效指标。国内外多项研究都

证实了通过耳脉搏信号监测头眼部血供的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耳脉搏幅值也受到抗荷动作和抗荷

正压呼吸的影响，在呼气相波幅升高，在吸气相波

幅明显降低［21］。但其影响机制目前暂无定论，推

测可能与特殊呼吸方式影响胸内压，进而影响动脉

血压有关。

1.2 脑 生 物 电 指 标 脑 电 图（electroencephal-
ogram，EEG）能够直接敏感地反映大脑功能，也

是特殊环境下监测大脑皮质电活动最适用的方法。

1.2.1 波幅变化 已有研究证实，当飞行员发生

意识丧失时，EEG 会出现“高幅慢波”的特征变 
化［23-25］，但多种类型的无意识状态（如睡眠、昏

迷、缺氧、麻醉状态等）下的EEG均可表现出“高

幅慢波”，该特征缺乏特异性、易受干扰，并且当

肉眼观察到这一特征时，飞行员可能已经发生晕

厥，因此波形观察对 G-LOC 的预警意义不大。

1.2.2 各频带功率谱变化 金璋瑞等［26］将研究重

点放在频带功率谱上，他们记录了飞行活动时脑电

各频带功率谱的百分数，发现在特技飞行中各频带

平均频率明显加快，α2、β1、β2 这 3 个频带的功

率百分数有显著增加的趋势，并与载荷的增加呈

正相关。国外对脑电频谱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27-28］。Lewis 等［29］ 提 出，在 G-LOC 发 生 前， 
β 频带已出现持续降低的趋势，当 G-LOC 发生时，

β 频带向较慢的 θ 和 δ 频带转移，低频带功率也显

著增强。这一发现将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到失能前 β
频带的变化上。陈勇胜等［16,30］对 β2 频带能级图和 
β2 功率指数（Pβ2）做了定量分析，认为二者都能

如实地反映大脑功能状态，对预测 PSS 的发生有应

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发现 Pβ2 在 PSS 出现

前 1 min“突降”，认为这一特征性的变化比肉眼

观察到“高幅慢波”对 G-LOC 预警的应用价值更

大。但是，在真实＋Gz 暴露下，Pβ2 在 PSS 前“突

降”的时间进程需要进一步实验观察。

1.2.3 事 件 相 关 电 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变化 ERP 是一项可以将生理和心理统一起

来评定大脑功能状态的有效指标［31］。在 LBNP 实

验中，P3 潜时（P3L）在 PSS 发生即刻显著延长，

这一现象提示此时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神经传递功能可能存在障碍［32］。

事件相关电位P300 受缺氧影响，当大脑灌注减少，

P300 振幅明显降低，潜伏期显著延长，反应时间和

跟踪误差均显著增加，出现大脑认知功能障碍［17,33］。

ERP 能够反映 CNS 的功能状态，评价大脑认知负

荷，理论上可以为飞行晕厥的医学鉴定提供参考；

然而，ERP 不易在离心机环境或实际飞行中准确测

得［34］，该指标的应用可行性不足。

1.3 脑氧代谢指标

1.3.1 局 部 脑 氧 饱 和 度（regional oxygenation 
saturation，rSO2）变化 高过载导致脑组织氧合水

平降低［35-37］。在 LBNP 作用下，人体左前额 rSO2

显著降低，并与眶上动脉血流的变化显著相关：当

rSO2 降低 7% 以上、眶上动脉血流减少 50% 以上

时，PSS 出现；当 rSO2 降低 20% 以上、眶上动脉

血流接近 0 时，则可能发生 G-LOC［38］。在离心机

实验中，rSO2 随着载荷的上升而降低［35］，当 rSO2

下降 6%～7% 时，受试者发生失能；rSO2 低于阈

值的时间越长，失能时间就越长［36,39］。由此推论，

rSO2 的改变提示脑血流量的下降，对于 G-LOC 的

预警有一定参考价值。

1.3.2 脑组织氧合血红蛋白（oxyhemoglobin，
HbO2）浓度变化 ＋Gz 暴露导致脑组织去氧血红

蛋白浓度升高，HbO2 浓度降低［39］。Smith 等［40］和

Eiken 等［41］发现，前额叶皮质氧合水平的降低最为

显著，认为前额叶皮质HbO2 是预测G-LOC的有效指

标。但在不同研究中，HbO2 的下降幅度存在较大差 
异［41-43］，推测可能是由于测量方法上的差异导致。

除此之外，Kurihara 等［43］认为，额叶皮质组

织 氧 合 指 数（tissue oxygenation index，TOI） 也

是评价 G 耐力的有效指标，他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G-LOC 发生时飞行员前额叶皮质 TOI 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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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不足之处是，该指标对＋Gz 反应的个体差异

较大，用来预测 G-LOC 的准确度不高。 
1.4 心电指标 ＋Gz 可导致心律失常［44-45］，其

中以室上性心动过速、室性期前收缩和室性心

动过速居多。陆霞等［46］发现＋Gz 暴露时心电图

（electrocardiogram，ECG） 可 发 生 QRS 波 形 改

变，R/S＜1。吴斌等［47］比较了出现 / 未出现 G-LOC
前驱症状受试者在离心机＋Gz 暴露下的 ECG，

出现 G-LOC 前驱症状的受试者最大心率较低，

QT 间期较长，QT/RR 比值较高。用以上指标判断

G-LOC 前驱症状是否出现，最大心率预测符合率

达 62.16%，QT/RR 比值符合率达 83.78%，提示心

输出量下降导致 ECG 的改变，最大心率和 QT/RR
比值有可能成为 G-LOC 的预警指标。Zawadzka-
Bartczak 等［48］则认为，心脏节律的变化不仅与心脏

本身的代偿机制有关，也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离

心机实验和实际飞行中，飞行员的心理应激水平不

同，心血管反应也有一定差异。高过载暴露下，心

血管应激反应受多种因素影响，使用单一指标预测

G-LOC 是不可靠的，可能还需结合脑力负荷、心

理应激等多项指标综合考虑才能提高阳性率，降低

误报率。

1.5 肌电指标 高过载可导致肌肉阵挛性抽搐。

有研究通过肌电图（electromyogram，EMG）评价

飞行中的肌肉劳损，发现飞行员在实施抗荷收紧

动作时，下肢肌肉 EMG 振幅的下降比上肢肌肉明

显。结合飞行员任务特点，证实小腿腓肠肌和比目

鱼肌是测量EMG的最佳位置［49-51］。Chen等［52］认为，

与主观评价相比，EMG 能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

抗荷收紧动作的有效性。

Choi 等［53-54］认为 EMG 可用于 G-LOC 预警。

他们通过分析飞行员小腿腓肠肌的 EMG 发现，在

正常承受＋Gz 阶段，EMG 表现为较为规则的肌电

波动；在 G-LOC 发生时，肌电波动不规则，波幅减

弱。其中，反映肌肉收缩的综合绝对值（integrated 
absolute value，IAV）和反映肌肉收缩和疲劳的波

形长度（waveform length，WL）在进入 G-LOC 前 
3 s 出现急剧衰减，因此认为 IAV 和 WL 是创建

G-LOC 报警算法的关键变量，有望建立基于 EMG
的 G-LOC 预警方法。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对

颈后肌群、腹直肌、小腿及前臂等部位做全面的

EMG 监测，研究失能时各部位 EMG 的变化特征，

为建立 G-LOC 预警模型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2 告警技术

2.1 基于单项指标的告警技术 脉搏血氧饱和度

（blood oxygen saturation，SpO2）和脉率是临床上

常用的生理监测指标［18,55］，通常采用光电容积脉

搏波描记（photoplethysmography，PPG）技术测

量。常规 PPG 传感器常置于手指、手腕、耳垂、

前额等部位，用夹子固定在皮肤上，需要施加一定

的压力来获得可靠的信号。安静状态下，手指和前

额测得的数据最为准确，但在飞行环境下，读数受

到严重干扰，测量的准确性较低［56-57］。

美国开发了一种名为 SPYDR 的新型 PPG 传

感器设备，专为特殊环境（高压、低氧、高机动和

高重力）设计，设备为一体式耳罩，传感器置于耳

后，整个设备可替代飞行员头盔中的耳罩。此外，

SPYDR 的机载处理系统同时具有失能报警功能，

通过骨传导技术在人体出现症状之前发出警报［58］。 
经离心机测试，测量结果快速可靠，SPYDR 对

SpO2 变化的反应比常规 PPG 传感器快 50 s［57］。

SPYDR 作为一种用于特殊环境的生理监测设备，

能够同时满足准确性、适用性和舒适性的要求。

ECG 信号受运动干扰大、测量设备复杂，在高

机动飞行环境中很难实现准确测量。我国研制了飞

行员飞行生理参数记录检测仪［59］，该设备为胸带

式设计，记录飞行过程中飞行员的 ECG、呼吸、体

温和过载参数，信号较为清晰稳定，并可通过配套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回顾飞行员飞行过程中的生理

状态。

2.2 多指标综合告警系统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

围绕 G-LOC 预警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 G-LOC 预

警和恢复系统的构想。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开始

致力于意识丧失监测系统的研究［60］。最初的设想

是同时监测飞行员血压、呼吸、ECG 和 EEG 等多

种生理指标的变化，但在实际飞行中，在座舱里和

飞行员身上安装复杂的监测设备会影响飞行员的操

作。研发人员设计将 10 个生理指标与 6 个飞机机

动指标相结合，通过计算机算法对生理数据进行判

断。采集的指标包括眨眼率、头部位移、头水平动

脉搏动、眼水平动脉压、SpO2、驾驶杆握力、EEG
频谱、抗荷动作完成度、抗荷服功能状态、对语音

询问的反应及飞机过载值等。他们认为多参数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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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低误报率，提高预警系统的可靠性。G-LOC 预

警与恢复系统结合了意识监测系统与飞机自动恢复

系统，实时监测飞行员生理指标和飞机机动状态，

综合评估飞行员瞬时状态，并做出反应。当系统监

测到飞行员状态异常，便发出警告，提醒其采取防

护措施；若判断已发生 G-LOC，则立即启动飞机

自动驾驶系统，同时给予飞行员物理刺激，促使其

尽快恢复意识［61］。

针对高性能战斗机，美国海军研发了战术飞

行员综合生命保障系统（tactical aircrew integrated 
life support system，TAILSS），将多种监测模块

集成到一起。TAILSS 是一个实时生理参数自适应

调节的闭环电子控制系统，通过微型传感器监测飞

行员各项生理指标：通风背心上的干电极可监测

ECG、腹部 EMG、体温和湿度，飞行头盔中的传

感器可监测头水平动脉搏动、SpO2 和 EEG，氧气

面罩上的压力传感器可监测呼吸。系统的风险预测

模型将以上参数实测值与“正常值”（通过文献研

究与离心机实验得出）进行对比，根据结果自动调

整抗荷服与抗荷正压呼吸的压力。2004 年，该系

统又加入了近红外光谱装置，并经过离心机和飞行

测试，可有效监测飞行员的生理指标［62］。多指标

综合告警系统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不成

熟，预警效果仍不理想，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没有一

套可靠可行的生理预警指标，判断缺乏金标准。

与外军相比，我军尚未系统地开展 G-LOC 综

合告警系统的研究。目前，仅有空军研发的飞行头

盔生理参数检测装置原理样机，其利用现有飞行装

备，实现了部分生理指标的监测［63］。该样机将传

感器和电极置于飞行头盔内，耳罩处有心电电极、

惯性传感器和检测控制电路，头带处除心电电极

外，还有光电脉搏传感器和红外温度传感器，可实

现在不影响头盔功能的前提下，检测到飞行员的

ECG、血流脉搏波、SpO2、体温及过载值，其中血

流脉搏波是判断失能的主要指标。在多指标、多模

块集成的告警系统研发上，我军与外军还存在一定

差距，这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重点方向。

3 小 结

虽然关于 G-LOC 生理监测和告警技术已有诸

多研究，但仍缺乏一套可靠可行的指标、方法和模

型。这是由于在战术飞行中，低气压、高重力及高

机动状态限制了许多生理监测设备的使用。更重要

的是，在实际空战中，飞行员的生理心理应激水平

高，意识状态受多重因素影响，即使某一生理指标

接近临界值，也不能完全代表意识的丧失。G-LOC
告警系统若要实现实装应用，须尽可能降低误报率

和漏报率，未来应开展多指标、多模态研究，综合

多项敏感生理指标，结合飞行员体征表现及飞机机

动状态，根据计算机系统算法和飞行员对警告信号

的反馈进行最终的判断。随着未来生物力学、脑认

知科学、监测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G-LOC
生理监测和告警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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